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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dong’s thought abroad and exporting the revolution, and one of the means of doing so had bee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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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二十世紀 60 年代後半，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全球左翼運動風氣處於高

潮，毛澤東思想猛烈輸出海外，其中一種實體輸出毛澤東思想與革命的方式，

就是傳播《毛澤東語錄》（下稱《毛語錄》），日本是其中一個目標地點。

據統計，日譯版《毛語錄》是最多的外語版本（唐炎明、唐亞明，2019，頁

45－51）。部分譯本的出版資料如表 1：

表 1

日譯版《毛語錄》資料

譯本代號 譯者 原書名 出版單位及年份

A 外文出版社 《毛主席語録》 外文出版社，1966年

B 毛沢東語録研究会 《毛沢東語録》 宮川書房，1966年

C 中島嶺雄監修，市村水城譯 《全訳毛沢東語録》 いずみ書房，1966年

D 和田武司、市川宏 《毛沢東語録》 河出書房新社，1966年

E 竹內實 《毛沢東語録》 角川書店，1971年

F 中嶋嶺雄 《毛沢東語録》 講談社，1973年

G 竹內實 《毛沢東語録》 平凡社，1995年

由於《毛語錄》日譯版之多，如果要為譯者的性質作分類，可有幾種取

向。第一，官方與民間：只有譯本 A 屬於官方翻譯，B 至 G 都是日本民間翻

譯；第二，團體與個人：譯本 A、B 屬於團體翻譯，亦即真正是誰翻譯不得

而知，C 至 G 都是具姓名的譯本，中嶋嶺雄、1 竹內實各與兩種譯本相關；第

三，政治取向：這取向的分類較複雜，假如折衷地分為左派與右派，則A、B、

1 中嶋嶺雄的名字唯 1966年的譯本採用「中島嶺雄」。本文行文將用「嶋」，惟在引用該年譯本時才
用「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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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屬左派，F 屬右派，C 與 D 難以判斷。2 然而這分類並不圓滿，若只考

慮民間譯者，有中嶋嶺雄這樣立場鮮明地否定毛澤東的右翼學者；有隸屬社

會主義研究所的毛澤東語錄研究會，其委員多是高調支持毛澤東和文革的社

會黨成員；竹內實雖然對毛澤東評價相當高，但他否定文革。民間日譯《毛

語錄》版本眾多，完全不能簡化為配合中國對外輸出毛澤東思想的目的，尤

其眾譯者的政治取向差異頗大，可以預期眾譯本或多或少會反映不同的意識

形態。

自 20 世紀 90 年代，不僅是學術界，翻譯者本身也逐漸注意到意識形態

在語言與翻譯中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兩者的關係及相關課題開始被討論

（Gilbert, 2018, pp. 229-230）。Hatim 與 Mason（1997）是探討意識形態介入

翻譯的先驅，指出「翻譯者在社會語境中活動，且是該語境的一部分。正是

在這意義上，翻譯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活動」（p. 121），翻譯者的意識形

態在翻譯過程中有不同程度的介入。介入翻譯活動的意識形態，有可能是來

自翻譯者有意識的「意識形態」，也可能是來自翻譯環境（Munday et al., 

2022, p. 181），亦即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有主動或被動兩面向。正如

Tymoczko（2014）所言，翻譯的意識形態不僅在文本本身，也存在於譯者的

立場、接受翻譯者之中，即使翻譯同樣的文本，意識形態的影響程度也不同

（p. 183）。本文討論的日譯版《毛語錄》，正是相同文本、不同譯者的意識

形態與翻譯關係個案探討。

歷來對翻譯與意識形態的研究集中在文學與宗教文本，因此 Cunico 與 

Munday（2007）特別以「翻譯與意識形態」為題，於翻譯研究期刊 The 

Translator 展示了翻譯在不同語言、語境及文本下，翻譯者如何處理社會與語

言權力之間的角力（pp. 141-149）。本文主要關心的是相較於文學、宗教文

2  關於 C的譯者市村水城的資料相當少，只知他與中嶋同是東京外國語大學中國科同學，往後成為記
者。中嶋在何等程度干涉翻譯，並不清楚。中嶋嶺雄（1973b）言譯本 C與自己「有關」（頁 4），
沒有說參與翻譯，因此姑且視此譯本為市村水城獨立翻譯。譯本 D的譯者和田武司、市川宏同為中
國研究學者，以研究古典文學為主，前者曾在日語雜誌《人民中國》工作並任教於拓殖大學，後者
任教於法政大學。兩人不活躍於論壇或政壇，其譯本中無表達肯定或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文字，因此
無法以政治取向為此譯本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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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那些本來就帶有強烈意識形態的政治文本，如何被意識形態再製造？

Munday（2007）研究拉丁美洲革命領袖、前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卡斯楚．魯斯（Castro Ruz）及前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維茲（Hugo 

Chávez）等人的演說、小冊子、訪問等政治文本的英譯版，有趣地指出一些

文本即使被「潛在的敵對媒體」翻譯，「實際上或許更忠於那些源文本結構

和信息，因此不可能根據目標文本的發布渠道來預測翻譯策略」（pp. 213-

214）。這表示縱然翻譯者與文本內容或文本作者持對立的意識形態，亦不代

表翻譯者會有意無意地改變文本意思，以遷就或迎合自己的意識形態。反過

來說，翻譯者即使完全擁護文本內容、支持作者，分享相似意識形態，亦不

代表其翻譯特別準確。因此這樣草率的結論顯然不被認同，即：因為翻譯者

無可避免地持有其意識形態，所以譯文總是反映翻譯者的意識形態。

歷來關於毛澤東思想海外傳播的研究豐碩，但《毛語錄》的研究卻寥寥

可數。Cook（2014）所編的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是其一，

論文集以《毛語錄》為線索，探討了《毛語錄》如何做為毛澤東思想的象徵

物，在世界各國產生影響力；程映虹（2008）《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

國與世界》以一章簡略地提及《毛語錄》的世界傳播，但只是對前書的概括，

沒有新猷。兩者以歷史角度考察《毛語錄》在世界各地的影響、接受情況，

並未走進書的內容進行研究。唐炎明與唐亞明（2019）考察了《毛語錄》的

成書背景與經過，並詳細地羅列了不同語言版本的《毛語錄》資料，但仍屬

歷史論述。以歷史視角研究《毛語錄》的著述已不多，遑論翻譯研究。

就筆者所見，既是先驅亦是唯一一篇比較《毛語錄》日譯版的文章，是

山中竜視（1967）〈『毛主席語録』の各訳本について〉。該短文以文法、

詞彙為切入點，簡略考察了 1966 年出版的四種《毛語錄》日譯版（即表 1 譯

本 A 至 D）的翻譯問題，批評了四種翻譯皆有不足，歸因於譯者翻譯技巧不

足、缺乏中國知識、不了解中國語結構等。該文提到各譯本在文法與詞句等

語文問題，但發表於「書評」欄目，篇幅短，並非以翻譯研究角度撰寫學術

論文，未有觸及各譯本的意識形態問題。該文見證了《毛語錄》日譯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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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盛況，礙於其出版時間，使之未有機會觸及往後出版的譯本。本文當

然亦無法同時觸及所有譯本，但比起集中研究同一年出版的譯本，本文研究

的版本遍及 20 世紀 60、70、90 年代，希望擴闊《毛語錄》日譯版在時間軸

上更高細膩度的研究。

在以上的研究基礎，本文將透過同樣具有強烈意識形態的《毛語錄》日

譯版，探究兩個問題：第一，持不同意識形態的譯者，對同一政治文本的翻

譯有何不同？第二，如果這些譯者或團體對文本與作者具有強烈情感，不論

是支持還是反對，會否或如何在翻譯文本中或明示或暗示地表達和透露？譯

者與文本作者的意識形態是否相似，未必與譯文的準確度掛勾。同樣地，本

文亦極力避免另一個思想陷阱，即：當持認同或反對文本作者立場的譯文出

現與原文不符的地方，或出現與其他譯本明顯不同的譯文時，便簡單地歸結

之為譯者有意無意地美化或醜化、擁護或批判文本及作者。固然，利用同一

文本並比較各種翻譯異同的好處是，如果出現上述情況，可以說該譯本的「意

圖」或「嫌疑」更大。另外，不僅是譯文本身，註釋、解說文章等都在此處

所指「文本」的範圍之內。因為這些文字提供了解答上述提及第二個問題的

啟示，翻譯者不一定在譯文內透露自己的意識形態，可以在「譯本」以內，「譯

文」以外的地方透露。

基於上述問題意識，本文將從不同政治立場的譯者對同一文本《毛語錄》

的不同翻譯，以及這些譯本的譯文、註釋、解說文章，探討譯者翻譯與意識

形態問題。本文所分析的《毛語錄》是兼屬民間和政治取向清晰的譯本，即

以譯本 B、E、F、G 為材料。譯本 C、D 的政治取向、意識形態並不突出，

但由於同屬民間翻譯，在比較各譯本時亦會提及，以作對照。3 為方便參照，

以下再就本文反覆引用或提及的譯本依討論順序重新編次排序：

3  這並不代表譯本 C、D的譯文譯得準確。事實上，有具有明顯意識形態的譯本在某些地方譯得比這
些譯本還要準確（詳見第肆節）。因此兩譯本於本文的意義在於當討論某譯本的翻譯時，在用於對
比「其他譯本」時多添一個意識形態相對隱藏的例子作對照。另外，本文集中在研究日本的民間譯
者與譯本之意識形態，故摒棄中國官方的譯本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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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文探討的日譯版《毛語錄》

譯本編號                                           譯者 出版年分

　　①                     毛澤東語錄研究会 1966

　　②                     竹內實 1971

　　③                     竹內實 1995

　　④                     中島嶺雄監修，市村水城譯 1966

　　⑤                     中嶋嶺雄 1973

　　⑥                     和田武司、市川宏 1966

所選譯本的譯者顧及了各種層面，以提高文章的完整性：第一，既有個人亦

有團體譯者；第二，有貼近文革爆發時點、文革中期的、文革終結以後的譯本，

以顯示不同社會氣氛對翻譯的影響；第三，有譯者左傾、左傾但反對文革，

以及右傾的譯本，以探究持不同觀點的譯者對同一文本的處理；第四，同一

譯者不同時期的版本，以反映個別譯者的意識轉變與翻譯的關係。本文試圖

指出，不論有意或無意，有譯本的「譯文」本身確實有反映譯者意識形態的

地方，或換句話說，是譯者有將其意識形態投入於譯文的「嫌疑」，但更多

譯本的譯文則沒有。不過，本文還試圖指出，不在譯文中透露意識形態的譯

者，將會另闢蹊徑，在註釋等其他地方顯示其意識形態。

貳、展示意識形態的嫌疑─毛澤東語錄研究會譯本

毛澤東語錄研究會隸屬於社會主義研究所，他的六名社會黨員兼眾議院

或參議院議員楯兼次郎、楢崎彌之助、藤田高敏、大柴滋夫、野野山一三、

鈴木力曾在文革初期到訪北京，正面評價了文革（〈文化大革命、高く評価

する〉，1966，版 2）。六人對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感到無比興奮，既

支持毛澤東，亦為文革搖旗吶喊，對《毛語錄》此「紅寶書」也相當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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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毛澤東語錄研究會翻譯並推出《毛語錄》譯本（下稱研究會譯本）時，

六人在譯本的「發刊辭」表露了相當明顯的情緒：

 毛澤東思想現在如同惑星般耀眼地照耀著全世界。究竟世界的人民，

於越南以毛澤東思想為基礎的人民戰爭遊擊戰術戰勝美國資本主義的

超近代兵器這一現實上，又或者在說著「雖然文化大革命是現今中國

前所未有的一條道路，但畢竟全世界的人民都會踏上這條道路」的中

國的自信上，應該學習甚麼？特別是作為鄰國的日本，中國的產業發

展愈接近日本，其思想對國民也會帶來有形無形的影響吧。這或許比

在百年基督教進入日本帶來的影響更大，〔我們〕不可以視毛澤東思

想為無物。（毛沢東語録研究会，1966，頁 7）

他們認為將毛澤東思想比喻為「惑星」，在越戰中「戰勝美國」，預期

全世界將踏入「文化大革命」，蛻變成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毛澤東思想為「鄰

國的日本」帶來的影響，將會超越基督教。眾人又說，譯本「在北京得到來

自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對普及毛澤東語錄全譯日語版的諒解」（毛沢東語録研

究会，1966，頁 7－8），指的是在得到中國一方同意前，擅自翻譯並出版日

譯《毛語錄》並得到「諒解」，可以斷言，研究會譯本本身就是主動與中國

文革隔海呼應的產物。問題是這樣的熱情如何，或者更基本的是否反映在譯

文上？為了回答這問題，此節將走入研究會譯本的譯文，就其翻譯方法，特

別是詞語選擇、增譯（amplification）和誤譯（mistranslation），驗證其翻譯

與意識形態。

首先是詞語選擇。在眾民間譯本中，研究會譯本選擇的詞語語氣最重，

在一些簡單的詞語上，出現其他譯本譯文相同，唯獨研究會本不同的情況。

《毛語錄》第二章「階級與階級鬥爭」第八項末句云：「革命是暴動，是一

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1995，頁 9）。「推翻」一

詞的翻譯，唯獨研究會譯本不同：4

4 由於譯本②、③皆由竹內實翻譯，譯本④、⑤皆與中嶋嶺雄相關，因此比較時只取兩人時期較前的
譯文為準，以配合同在文革熾熱的時代背景。



《毛澤東語錄》的民間日語翻譯及其意識形態　45

表 3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二章第八項「推翻」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革命は暴動であり、
一つの階級が他の階
級をぶっ倒そうとす
る猛烈な暴動であ
る。（毛沢東，1966
／ 1966a，頁 27）

革命は暴動である。
ひとつの階級がひと
つの階級をくつがえ
す激烈な行動であ
る。（毛沢東，1966
／ 1971，頁 30）

革命は、暴動であ
り、一つの階級が他
の階級をくつがえす
激烈な行動である。
（毛沢東，1966／
1966c，頁 14）

革命は暴動である。
ひとつの階級が他の
階級をくつがえす激
烈な行動である。
（毛沢東，1966 ／
1966b，頁 17）

註：本文表 3至表 19文字之底線由筆者所加

其餘譯本皆用動詞「くつがえす」，研究會本則用「ぶっ倒す」。前者詞義

近於「推翻」，「倒す」則近於「打倒」，「ぶっ」為加強動詞動作與作用

的前綴，為動詞「倒す」增強氣勢，使之成為更接近口語的詞語。據筆者統計，

《毛語錄》原文出現八次「推翻」，四個版本共運用了「くつがえす」、「ひ

っくりかえす」、「打倒する」、「倒す」和「ぶっ倒す」，唯獨研究會本

使用了語氣最激烈、口語化的「ぶっ倒す」。同一段落，還應注意到原文指

革命為「暴動」，是「暴烈的行動」。日語系統同樣使用漢字，只有研究會

本將「行動」演繹為「暴動」，其餘譯本皆跟從原文，保留「行動」。然而，

或許同段先有「暴動」一詞，使研究會本譯者產生手民之誤。這裡不無此可

能性，這個誤譯的問題，本文將在之後詳細討論。無論如何，此譯文在眾多

譯本中，毛澤東所指「革命」的暴烈程度，無疑以研究會本最為激烈。

其次，研究會本對虛詞的翻譯同樣別出心裁。《毛語錄》第一章「共產黨」

第三項云：「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

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毛澤東，1995，頁 2）。在連

詞「和」的譯法上，研究會本別樹一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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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一章第三項「和」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中国共産党の努力が
なく〔⋯⋯〕中国の
独立と解放は不可能
であり、中国の工業
化や農業の近代化も、
また不可能である。
（毛沢東，1966／
1966a，頁 18）

中国共産党の努力が
なければ〔⋯⋯〕中
国の独立と解放は不
可能であり、中国の
工業化と近代化も不
可能である。（毛沢
東，1966／ 1971，
頁 21）

中国共産党の努力が
なければ〔⋯⋯〕中
国の独立と解放は不
可能であり、中国の
工業化と農業の近代
化も不可能である。
（毛沢東，1966／
1966c，頁 9）

中国共産党の努力
がなければ〔⋯⋯〕
中国の独立と解放
はありえないし、
中国の工業化と近
代化もありえない。
（毛沢東，1966／
1966b，頁 10）

在第兩個「和」字，所有譯本都選用「と」，但同時只有研究會本在第二個

「和」字選用「や」。在日語中，表示列舉的「と」與「や」有細微差異，「と」

一般是全部列舉，「や」則是部分列舉。研究會譯本用「や」產生另一種語境，

指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就沒有中國的工業化、農業的近代化，以及

其他成果；其他用「と」的譯本，則指只是沒有中國工業化與農業近代化。

固然，還不可不指出，譯本②、⑥將「農業近代化」的「農業」省略了，這

無疑將中國共產黨的功勞提高了。但整體來說，研究會譯本不採用減譯，而

傾向透過選詞、增譯，在語意異於其他譯本。而這種相異，往往傾向更加褒

揚毛澤東思想。

將「推翻」譯為「ぶっ倒す」，「和」譯為「や」，可能是譯者判斷和

推敲原文語境、語氣的結果，在客觀效果上加強了原文的意識形態，卻不能

以此為唯一證據，判斷意識形態介入了翻譯。不過，除了詞語選擇，研究會

譯本有增譯和誤譯《毛語錄》的情況，這有助更了解意識形態介入了此譯本

翻譯的情況。

增譯是研究會譯本偶爾運用的翻譯方法，其增譯的效果往往突出了毛澤

東思想的優秀。例如《毛語錄》第二章第六項：「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

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毛澤東，1995，頁 9）。研

究會譯本在虛詞、動詞上增譯，亦只有此譯本有增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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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二章第六項「靠」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人民はわれわれによ
ってのみ、組織され
る。中国の反動分子
は、われわれによっ
て組織された人民に
よってのみ、打ち倒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
ある。（毛沢東，1966
／ 1966a，頁 26）

人民を組織すること
は、われわれにかか
っている。中国の反
動分子は、われわれ
が人民を組織してそ
れを打倒することに
かかっている。（毛
沢東，1966／ 1971，
頁 29）

人民は、われわれに
よって組織されるの
である。中国の反動
分子は、われわれが
人民を組織すること
によって打倒される
のである。（毛沢東，
1966／ 1966c，頁 13）

人民は、われわれ
が組織するのだ
し、中国の反動分
子は、われわれが
人民を組織する
ことによってう
ち倒される。（毛
沢東，1966 ／
1966b，頁 16）

在「靠」一詞，譯本皆用「よって」或「かかっている」，但研究會增譯了「の

み」（只有），以及「できる」（能夠）。使用「のみ」，研究會譯本將能

夠組織人民、打倒反動分子的對象，限定在「我們」，即中國共產黨上。在

後半句增譯動詞「できる」，使句意被改為：中國的反動分子，只有靠我們

組織起人民才能夠把他打倒。

增譯幾乎只在研究會譯本出現。《毛語錄》同章第十九項云：「如果對

這種形勢〔指中國的階級意識〕認識不足〔……〕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

會忽視必要的思想鬥爭」（毛澤東，1995，頁 15）。唯獨研究會譯本添加了

連詞，改變了句子結構：

表 6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二章第十九項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もしもこうした情勢に
ついて認識が足らなか
ったり〔⋯⋯〕絶大な
誤りを犯すであろう
し、ひいては必要な思
想闘争をないがしろに
することになる。（毛
沢東，1966／ 1966a，
頁 34）

こうした情勢につ
いて、認識が不足し
たり〔⋯⋯〕ひじょ
うに大きな誤りを
犯すだろうし、必要
な思想闘争を無視
するだろう。（毛沢
東，1966 ／ 1971，
頁 39）

もしも、こうした情勢
にたいして認識がたり
なかったり〔⋯⋯〕ひ
どい誤りをおかすこと
になり、必要な思想闘
争を無視することにな
るであろう。（毛沢東，
1966／ 1966c，頁 17）

もし、こうした情勢
について、認識が十
分 で な か っ た り
〔⋯⋯〕大変な誤り
を犯すことになるし、
必要な思想闘争を無
視することになろう。
（毛沢東，1966／
1966b，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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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會譯本增譯了「ひいては」（甚至），將「忽視必要的思想鬥爭」的嚴

重性置於「犯絕大的錯誤」之上，深化了對「形勢」不了解的嚴重性。原文

是並列句式，將兩種後果並置，而其他譯本的句式譯法，都較忠於原文。

增譯並非研究會譯本獨有的翻譯方法，但與其他譯本相比，在相同地方

增譯時，研究會譯本在相似句式上有選取語氣較重者的傾向。例如在《毛語

錄》第二章第四項，毛澤東指：「地主階級對於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

治壓逼，逼使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毛澤東，

1995，頁 8）。在「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一段，研究會譯本與譯本④均在「舉

行起義」前加上「一定／不得不」：

表 7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二章第四項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農民は何回も蜂起を
おこなって、地主階
級の統治に反抗しな
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
（毛沢東，1966／
1966a，頁 25）

農民は、地主階級の
支配に反抗して、何
度となく暴動を起こ
した。（毛沢東，
1966／ 1971，頁
28）

農民をいくたびか蜂
起させ、地主階級の
支配に反抗せざるを
得なくさせた。（毛
沢東，1966／ 1966c，
頁 13）

農民をして、地主階
級の支配に反抗し
て、何度となく暴動
をおこさせた。（毛
沢東，1966／1966b，
頁 16）

研究會譯本與譯本④均增譯了「農民」是「不得不」反抗「壓逼」，前

者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和後者的「ざるを得ない」都屬雙重否定句式，

但語意上有細微分別。前者是義務與責任上的反抗，較肯定行為的必要性；

後者則相對軟性，是無可奈何、逼不得已的反抗，相對消極。研究會譯本，

正如在發刊辭中對毛澤東思想的熱情，選擇前譯，顯得匹配。

為頌揚毛澤東思想，翻譯過程中既有加強他的偉大之處，亦有深化敵對

者的頑劣，如帝國主義者負隅頑抗的一面。在《毛語錄》同章第十七項，言「帝

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要作最後的掙扎。在全國平定以後，他們也

還會以各種方式從事破壞和搗亂，他們將會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復辟」（毛

澤東，1995，頁 13）。研究會譯本也有增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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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二章第十七項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帝国主義者と国内の
反動派は〔⋯⋯〕か
ならずや最後のあが
きをするであろう。
全国が平定されたの
ちも、彼らは各種各
様の方式で、破壊と
じょう乱をすること
ができ、毎日毎時と
なく、旧中国の復活
をたくらむであろ
う。（毛沢東，1966
／ 1966a，頁 32）

帝国主義者および
国内の反動派は
〔⋯⋯〕最後のあ
がきをするだろう。
全国平定後も、彼
らは依然として、
いろいろな形で破
壊や攪乱に従事し、
一日も休まず、中
国での復辟をたく
らむことだろう。
（毛沢東，1966／
1971，頁 37）

帝国主義者と国内の
反動派は〔⋯⋯〕最
後のあがきをするで
あろう。全国が平定
されてからも、彼ら
はやはりさまざまな
方法で破壊と攪乱を
行い、毎日、毎時
間、中国でのその支
配を復活しようとた
くらむであろう。
（毛沢東，1966 ／
1966c，頁 16－ 17）

帝国主義者および国内
反動派は〔⋯⋯〕かれ
らは最後のあがきを試
みようとしている。全
国平定後も、かれらは
依然として、いろいろ
な形で破壊や攪乱をや
っているし、これから
もあらゆる機会をみつ
けては、中国での復辟
をねらうことだろう。
（毛沢東，1966 ／
1966b，頁 21）

毛澤東認為中國內的社會主義革命已基本取得成功，但還要提防「帝國主義

者和國內反動派」「作最後的掙扎」。研究會譯本添加了「かならずや」（必

定），毛澤東的預測，在研究會譯本上成了必然發生的事，加強了原句中對

各種敵人的危險性。

此段譯文中還應注意到研究會譯本有一誤譯：毛澤東認為「帝國主義者

和國內反動派」將密謀「在中國復辟」。譯本②、④、⑥將此句譯為「彼ら

は〔……〕中国での復辟（復活）をたくらむ（ねらう）」（他們〔……〕

企圖／試圖在中國復辟／復活），合乎原意。唯獨研究會譯本譯為「彼らは

〔……〕旧中国の復活をたくらむ」，即「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企圖

使「舊中國」復活，乃錯誤理解原文。如同上文曾指出將「行動」誤譯為「暴

動」一樣，研究會譯本是所有譯本中誤譯最多。我們無法知道譯者的誤譯是

刻意還是無意──即使這些誤譯實在遠比其他譯本多，問題是這些誤譯對讀

者理解造成甚麼結果？造成誤譯的可能原因會是甚麼？以下將就研究會譯本

的誤譯進行討論。

研究會譯本最常見的誤譯，是將原文「應」（應該、應當）及「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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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都要）傾向以「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一定／不得不）翻譯。這傾向

其實所有譯本或多或少都有，研究會譯本則較頻繁。以下兩例，分別來自

《毛語錄》第一章第六項「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

條根本的原理」（毛澤東，1995，頁 3），和第五章第九項「誰想奪取國

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毛澤東，1995，頁 48）。

前者「應當」與後者「應有」，都只有研究會譯本譯為態度更肯定的「一

定／不得不」：

表 9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一章第六項「應當」、第五章第九項「應有」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われわれは大衆を
信じ、党を信じなけ
ればならない。この
二つは根本的な原
理である。（毛沢
東，1966／ 1966a，
頁 19）

われわれは大衆を信
じるべきである。党
を信じるべきであ
り、これは、根本的
な二つの原理であ
る。（毛沢東，1966
／ 1971，頁 22）

われわれは大衆を
信じ、党を信じる
べきであり、これ
は二つの根本原理
である。（毛沢東，
1966 ／ 1966c，頁
10）

大衆を信頼するこ
と、党を信頼するこ
と、この二つは、わ
れわれが守るべき根
本原理である。（毛
沢東，1966／ 1966b，
頁 10）

国家権力を奪取し

て、それを保持しよ
うとする者は誰で
も、強大な軍隊を持
たなければならな
い。（毛沢東，1966
／ 1966a，頁 72）

国家権力を奪取し、

しかもそれを保持し
ようとするものは、
強大な軍隊をもつべ
きである。（毛沢
東，1966 ／ 1971，
頁 74）

国家の政治権力を奪

取し、しかもそれを
保持しようとするも
のはみな、強大な軍
隊をもつべきであ
る。（毛沢東，1966
／ 1966c，頁 39－
40）

国家権力を奪取し、

しかもそれを保持
しようとする者は、
強大な軍隊をもつ
べきである。（毛沢
東，1966 ／ 1966b，
頁 53）

甚至，研究會譯本亦偶爾將既不是「應」或「要」的原文，也譯成「一定／

不得不」。如第四章最後一項：「匈牙利事件的這教訓〔指敵人在人民中挑

動矛盾〕，值得大家注意」（毛澤東，1995，頁 44）。在應「注意」的程度上，

以研究會譯本最高，譯本④次之，只有譯本②最合乎原文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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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四章末項「值得大家注意」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ハンガリー事件のこ
のような教訓は、われ
われが大いに注意し
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
とである。（毛沢東，
1966／ 1966a，頁 67）

ハンガリー事件の
こうした教訓は、
すべての人々が注
意するのに値する。
（毛沢東，1966／
1971，頁 69）

ハンガリー事件の
こうした教訓は、
みなが注意する必
要がある。（毛
沢東，1966／
1966c，頁 37）

ハンガリー事件があた
えたこの教訓に、すべ
ての人々は注意をはら
うべきである。（毛沢
東，1966／ 1966b，
頁 49）

研究會譯本的誤譯問題最嚴重，傾向選用程度最高的句式。5 此譯本也有

其他各式各樣的誤譯，出錯程度最嚴重，甚至在《毛語錄》首章第二項「既

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的黨」（毛澤東，1995，頁 1）已經出現：

表 11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一章第二項「革命的黨」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革命をしようとする
からには、革命政府
が必要である。（毛
沢東，1966／ 1966a，
頁 17）

革命をやりたいの
だから、革命党が
要る。（毛沢東，
1966 ／ 1971，頁
20）

革命をおこなうから
には、革命党がなけ
ればならない。（毛
沢東，1966／ 1966c，
頁 9）

革命を実行するから
には、革命党という
ものが必要だ。（毛
沢東，1966／ 1966b，
頁 9）

將原文「革命的黨」直接搬字過紙為日語既有漢字「革命党」已經圓足，將

之譯為「革命政府」反而多花了筆墨。革命黨與革命政府顯然是兩個相異概

念，因為政黨可以是在野黨或是執政黨，但政府則顯然是執政者。

相似誤譯，也在《毛語錄》第五章第一項「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

階級以來就開始了」（毛澤東，1995，頁 45）出現，如將「階級」譯為「階

級社會」：

5  其他譯本並非沒有這傾向。例如《毛語錄》第四章第二項有「應該首先弄清楚甚麼是人民，甚麼是
敵人」（毛澤東，1995，頁 35）一句，四種譯本同樣譯為「はっきりさ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即「一
定要讓弄清」。但整體來說，這傾向以研究會譯本最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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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五章第一項「階級」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戦争─それは私有
財産と階級社会が発
生してから始まった
もので。（毛沢東，
1966 ／ 1966a，頁
68）

戦争─それは、
私有財産と階級が
出現したときから
存在した。（毛沢
東，1966／ 1971，
頁 70）

戦争─それは私有
財産と階級が発生し
てからはじまったも
のであり。（毛沢
東，1966 ／ 1966c，
頁 37）

戦争─それは、私
有財産が出現し、階
級が出現してからは
じめられ た と こ ろ
の。（毛沢東，1966
／ 1966b，頁 50）

類似誤譯不勝枚舉，亦有錯字、句讀錯誤等其他問題，毋須再一一舉出。在

句式選擇上加強了《毛語錄》原文的語氣，而這些誤譯或誤植，除了使讀者

對原意理解出現偏差外，很難說還有其他影響。更重要的是，為什麼研究會

譯本的翻譯錯誤最多？過往的研究提醒我們不應馬上得出譯者的意識形態影

響譯文準確度之結論，但從研究會譯本的翻譯方法來看，它有更加深化、肯

定《毛語錄》內容的傾向。它頻繁誤譯，除了譯者水平不足外，也不能忽視

它急於推出市面的因素。

如前文提及，研究會譯本是先翻譯出版，後得中方「諒解」。譯者群寫

下的發刊辭，以毛澤東思想為「惑星」，表達了對毛澤東的崇拜、欲積極發

揚毛澤東思想的熱誠。在各種 1966 年的民間譯本中，以研究會譯本最早印刷

發行，捷足先登，進占市場。可以想像一群在文革時期熱衷於毛澤東思想的

日本左翼政黨員，看到文革爆發，全國上下一遍狂熱，於是同受鼓舞決定翻

譯《毛語錄》，想盡快引入這本「小紅書」，務求最快出版，翻譯質素自然

降低。這過程固然只是想像，但就翻譯問題而言，研究會譯本偏離原意者最

多，可以歸類各種幾項因素：第一，翻譯能力與外語知識不足；第二，全面

擁護毛澤東思想，故有刻意深化原文意思、加強原文語氣的嫌疑；第三，急

於推出市場，疏於校正。這些因素互相影響，且《毛語錄》本身已帶有強烈

的意識形態，又被再製造了一個意識形態更加濃厚的版本，同時是翻譯最粗

糙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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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值得一提的是研究會譯本是唯一沒有解說文章、幾乎沒有註釋的民間

譯本，在形式上與精簡的《毛語錄》最相似。從前述的研究可見，翻譯者本

身必然受社會及意識形態影響，翻譯本身就是意識形態活動，雖然並不保證

譯文的信度本身也會受到意識形態影響，但研究會譯本的例子恰好是這樣的

一個例子：它既反映了譯者的意識形態，其信度亦明顯較差。

參、流動的意識形態─竹內實譯本的註釋

漢學研究者竹內實於 1971 年首度翻譯出版《毛語錄》，1995 年修訂後

再出版，是日本唯一推出兩種《毛語錄》譯本的學者。竹內譯本的最大特色

是註釋量豐富，註釋項數、篇幅遠勝其他譯本，一些註釋甚至比該語錄本身

還要長。其註釋內容大體分為三種：一、補充或解釋該項目蘊含的毛澤東思想；

二、解釋專有名詞；三、列出並解釋原文典故出處。竹內譯本工於考證、註

釋詳盡、翻譯嚴謹，附上毛澤東年表，知性勝於其他譯本，亦令本來應是鬥

爭工具的《毛語錄》化為一冊書卷氣極重的知識讀物。

竹內實在中國山東省出生和成長，對中國有深厚感情，特別關注中國文

學與文人，曾翻譯多種中國書籍。竹內仰慕毛澤東，曾在文革以前親身見過

他，覺得他有「自信、霸氣」，令人聯想到「中國名畫中常常見到的猛虎」，

也會尊稱他為「主席」（竹内実，1972，頁 69、71）。竹內讀《毛語錄》時

最喜歡、感受最深刻的是以下一段：

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的有益

於廣大群眾，一貫的有益於青年，一貫的有益於革命，艱苦奮鬥幾十年

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呵！（毛澤東，1995，頁 196）
竹內認為這是「平凡的真理」（竹内実，1971，頁 396）。然而竹內否定文革，

認為文革是一種破壞（馬場公彦，2010，頁 246）。學者一般將竹內歸類為

左翼學者，但他對中國和毛澤東的感情相當複雜，較之於毛澤東語錄研究會

全盤支持毛澤東及文革，和之後提及的中嶋嶺雄全盤否定兩者，竹內雖否定

文革，但個人對毛澤東有特殊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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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竹內這樣複雜的感情沒有反映在其譯文上，單憑譯文本身，無法

看出竹內對毛澤東或文革的情感。他是唯一公然說有最喜歡的語錄之譯者，

其譯本反而忠於原著，如在《毛語錄》第四章末項「值得大家注意」（毛澤東，

1995，頁 44）一句中，只有竹內譯本以「値する」譯「值得」外（見表

10），在第三章第十三項「貧農必須向中農做工作、把中農團結到自己方面

來，使革命一天一天地擴大，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毛澤東，1995，頁

25），只有竹內譯得準確：

表 13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三章十三項「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 譯本④ 譯本⑥

貧農は中農にはたき
かけて、中農を自分
の側に団結させねば
ならない。そうして
こそ革命は一日一日
と拡大して、最後の
勝利をえられるので
あ る。（ 毛 沢 東，
1966 ／ 1966a， 頁
46）

貧農はかならず、
中農にたいして
工作し、最後の
勝利をかちとる
まで革命を日ま
しに拡大して行
かなければなら
ない。（毛沢東，
1966／ 1971，頁
50）

貧農はぜひとも中
農にはたきかけ、
自分たちの側に団
結させ、革命は日
一日と拡大し、最
後の勝利をかちと
らなければならな
い。（ 毛 沢 東，
1966 ／ 1966c，頁
24）

貧農は、中農が自分た
ちの側につくよう、中
農にたいしてはたらき
かける必要がある。こ
うすれば、革命は日一
日と拡大され、ついに
は最後の勝利をおさめ
ることができる。（毛
沢 東，1966 ／ 1966b，
頁 32）

毛澤東原文的意思是在得到「最後的勝利」前，「貧農必須向中農做工作」，

譯本①、④、⑥將之理解為條件句，即「貧農必須向中農做工作」，在最後

會得到勝利，屬錯誤理解，唯獨竹內理解原文意思。竹內治學嚴謹，曾出版

多種中國文獻的譯本，加上出版時間較後，有參考其他譯本的機會（竹内実，

1971，頁 396 － 397），與各 1966 年版本相比，其譯文可信度最高。

相比研究會譯本在譯文裡已滲透出對毛澤東思想的熱情，像竹內這樣對

毛澤東有深厚感情的學者，因要在翻譯上追求信度，恪守學術原則，在譯文

上並無插手的空間。然而，在 20 世紀 70 年代初，中日兩國的社會運動達到

高峰，其翻譯可以完全抽空社會氣氛嗎？本文認為竹內譯本的註釋，是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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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其意識形態之處，其註釋有數項特色：第一，補充、延伸原文內的毛澤

東思想；第二，流露對蔣介石的厭惡；第三，展示對中國文化、掌故和語言

的熟悉，符合譯者對中國的感情。以下將分述各項特點，並對照兩種譯本，

考察竹內豐富的註釋如何折射出其左傾卻複雜的意識形態。

首先，在 1971 年舊譯本的註釋中，竹內會補充或延伸毛澤東思想，間

中亦會闡述個人看法；1995 年新譯本則傾向將個人看法刪去，或修改用詞，

務求降低主觀色彩。以下四例分別來自《毛語錄》首章「共產黨」首項：「領

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

列寧主義」（毛澤東，1995，頁 1）。第七項：「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

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毛

澤東，1995，頁 3）。第十五章「三大民主」第三項：「目前在我軍部隊

中熱烈進行的三查、三整」（毛澤東，1995，頁 124）。以及第十七章「為

人民服務」第五項（毛澤東，1995，頁 134）。竹內為四項語錄中的「中

國共產黨」、「工作」、「三查三整」，以及出處〈為人民服務〉註釋。

兩譯本的註釋同中有異：

表 14

竹內實兩譯本對「中國共產黨」、「工作」、「三查三整」、「〈為人民服務〉」的註釋

譯本② 譯本③

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中採用的新規約，規定「黨的最
終目的在實現共產主義。」因不限定於「在中國」，
明確表示其目標是實現世界革命。（毛沢東，1966／
1971，頁 19）

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中採用的新
規約，規定「黨的最終目的在實
現共產主義。」（毛沢東，1966
／ 1995，頁 32）

原文為「工作」。「工作」指極普通的一般工作、勞動。
亦指黨或軍隊的，基於計劃而被限定的活動。至於這
詞語的語感，蘊含一種感情，即從事的勞動和工作不
是為了換取報酬或月薪。另外，這詞語也有專指勞動
或工作本身的感覺。（毛沢東，1966／ 1971，頁 22）

原文為「工作」。指一般工作、
勞動、活動。（毛沢東，1966
／ 1995，頁 3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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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竹內實兩譯本對「中國共產黨」、「工作」、「三查三整」、「〈為人民服務〉」的註釋（續）

譯本② 譯本③

三查、三整是整頓黨和軍隊的重要運動，中國共產黨
在人民解放戰爭時期結合土地改革進行。所謂「三
查」，在軍隊以外指檢查出身階級、思想、作風，在
軍隊則是檢查出身階級、活動、鬥志。所謂「三整」，
指整頓組織、思想、作風。（毛沢東，1966／ 1971，
頁 147）

所謂「三查」，在軍隊指檢查出
身階級、活動、鬥志，在軍隊以
外則是檢查出身階級、思想、作
風。所謂「三整」，指整頓組織、
思想、作風。（毛沢東，1966
／ 1995，頁 160）

1944年 9月 5日，〔張思德〕在陝西省北部安塞縣山
中燒炭時因窯洞塌方犧牲。（毛沢東，1966／ 1971，
頁 157）

1944年 9月 5日，〔張思德〕
在陝西省北部安塞縣山中燒炭時
因窯洞塌方死亡。（毛沢東，
1966／ 1995，頁 170）

竹內的註釋從兩種方法向讀者解釋毛澤東思想：第一，以毛澤東思想解釋毛

澤東思想；第二，以自己意見補充。兩者有時會同時出現。前者如對「三查」、

「三整」的定義，因為考慮到語錄本身就是文章、發言的簡略片段，沒有前

文後理，讀者未必有相關背景知識，因此以毛澤東本身的說話來做註似乎相

當適合。但這解釋方法同時直接傳播並深化了毛澤東思想。後者如對「工作」

的解釋，竹內憑自己的解讀方法放大了中國共產黨的願景，認為其革命目標

不止於中國，而在世界。他聖化了中國人的新工作作風，認為「工作」一詞

有一種滅私奉公、無私奉獻的感情，還提到「三查三整」在中國共產黨與軍

隊中的重要。這些主觀描述在新譯本中被刪除，或許竹內意識到身為譯者，

除了譯文，註釋都應該持平。兩譯本的譯文幾乎一樣，竹內只提到自己在新

譯本的「譯文上若干加筆，使之易讀」（竹內実，1995，頁 6），但事實上

新譯本刪減最多的是註釋。在提及「為人民服務」的張思德身故之事跡時，

舊譯本用相對主觀的「犧牲」，新譯本用客觀的「死亡」，可見不能純粹以「使

譯本易讀」為由，解釋竹內大幅改動註釋之舉。

另一方面，竹內尊崇毛澤東，故在《毛語錄》提及蔣介石時，其註釋毫

不掩飾對蔣介石的厭惡。竹內的新譯本對相同註解的文字也有修改，顯得舊



《毛澤東語錄》的民間日語翻譯及其意識形態　57

譯本註釋的左傾意識形態更明顯。《毛語錄》於第二章首次提到蔣介石，對

照竹內兩種譯本對「蔣介石」的註釋：

表 15

竹內實兩譯本對「蔣介石」的註釋

譯本② 譯本③

蔣介石〔⋯⋯〕雖然在「北伐」開始後成
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官，但途中，1927
年 4月 12日，發動反共政變，鎮壓共產
黨，於南京樹立同〔國〕民政府。雖然於
抗日戰爭中與共產黨結成統一戰線，但一
貫採反共政策。國民黨主席。1948年當
選初代中華民國大總統。（毛沢東，1966
／ 1971，頁 31）

蔣介石〔⋯⋯〕「北伐」時為國民革命軍總司
令官。1927年 4月 12日，發動反共政變，鎮
壓共產黨，於南京樹立國民政府。抗日戰爭中
與共產黨結成統一戰線。國民黨總裁。1948年
當選初代中華民國大總統。在大陸與中國共產
黨的內戰中落敗，將國民政府移到臺灣，在臺
灣 死 去。 浙 江 省 人。（ 毛 沢 東，1966 ／
1995，頁 44）

新譯本除補充一些史實外，竹內更動了內容和句法。在內容上，刪除了指控

蔣介石在結成統一戰線後「一貫採反共政策」。竹內俯視歷史發展，認為蔣

介石即使與共產黨聯手抗日，但其內心仍是反共，乃指出蔣介石「一貫」反

共，在相當程度上以唯心的角度評價蔣介石。在句法上，新譯本將兩個「雖

然……但……」（……が、……）的轉折複句刪去。轉折複句強調句子後半，

在舊譯本，竹內要突出並批評的是蔣介石「發動反共政變，鎮壓共產黨」以

及「一貫採反共政策」。新譯本的更動，突出了舊譯本譴責蔣介石的意圖。

竹內亦在註釋直接批判蔣介石。《毛語錄》第二章第十一項提及「我們」

的敵人是「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

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毛澤東，1995，頁 11），沒有提及蔣介石。

竹內註解「軍閥」卻借題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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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竹內實兩譯本對「軍閥」的註釋

譯本② 譯本③

清朝末期取代衰弱的滿洲「八旗」的軍事力
量，以漢人為主體而創設的新式軍隊。將校為
地主層出身，與地方封建勢力結合，於中華民
國成立後仍在駐屯地域軍隊的支配之下。這就
是軍閥，其中，有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
佩孚、張作霖等勢力。要將之打倒的就是國民
革命軍發起的「北伐」，但它的總司令蔣介石
也不外乎是新軍閥。大小軍閥背後有各國帝國
主義，為獲得各自的利權，軍閥互相之間的內
戰無日無之。戰爭掠奪、為了補充士兵而擄拐
青壯年等，破壞民眾生活的就是軍閥。（毛沢
東，1966／ 1971，頁 32－ 33）

清朝末期取代衰弱的滿洲「八旗」的軍事力
量，以漢人為主體而創設的新式軍隊。清朝
滅亡後，地方駐屯的司令官私兵化，於中華
民國成立後仍各自在駐屯地域的支配之下。
這就是軍閥，其中，有袁世凱、段祺瑞、曹
錕、吳佩孚、張作霖等勢力。要將之打倒的
就是國民革命軍發起的「北伐」。大小軍閥
背後有各國帝國主義，為獲得各自的利權，
軍閥互相之間的內戰無日無之。戰火帶來的
破壞、掠奪暴行、為了補充士兵而擄拐青壯
年等，使民眾生活陷入混亂。（毛沢東，
1966／ 1995，頁 44）

竹內提到「北伐」時以引號括著，因為舊譯本中他認為蔣介石是「新軍閥」，

「新軍閥」討伐軍閥是矛盾，並沒有合法性，竹內對蔣介石的厭惡躍然紙上。

同樣，竹內將「破壞民眾生活」的罪魁禍首歸咎於「軍閥」之上，由於他認

為蔣介石是「新軍閥」，當然要承擔責任。在新譯本，竹內刪去直接批評蔣

介石的句子，將「民眾生活陷入混亂」的責任重新歸咎在「戰火」、「內戰」

之上。《毛語錄》第十九章「革命英雄主義」第五項對「北伐戰爭」的註釋，

亦看到竹內的厭惡情感：

表 17

竹內實兩種譯本對「北伐戰爭」的註釋

譯本② 譯本③

指 1926年 7月，國民革命軍於廣東省出發北
上，以討伐北洋軍閥的戰爭。因有中國共產
黨的政治指導，得勞工、農民的廣泛支持，
所以急速進軍長江（揚子江）流域，佔領約
半個中國。〔19〕27年 4月 12日，國民革
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於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
虐殺共產黨員、勞工，波及各地，奪取革命
的成果。（毛沢東，1966／ 1971，頁 165）

指 1926年 7月，國民革命軍於廣東省出發
北上，以討伐北洋軍閥的戰爭。因有中國
共產黨的政治指導，得勞工、農民的廣泛
支持，所以急速進軍長江（揚子江）流域。
1927年 4月 12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
介石發動政變，虐殺共產黨員、勞工，波
及各地，奪取北伐的成果。（毛沢東，
1966／ 1995，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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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竹內的批評有矛盾。他批評國民黨是「新軍閥」，「北伐」不過是新軍閥

打舊軍閥、是導致民不聊生的戰爭，可是他又同時認為「北伐」之所以有大

好形勢，乃得中共吸引了廣泛支持之故，是一場「革命」。按此雙重標準，

北伐在國民黨領導下是「破壞民眾生活」，在共產黨領導下則是具成果的「革

命」。新譯本將「反革命」刪去，改「革命」為「北伐」，將其主觀色彩抹去，

反而清楚顯示了文革期間竹內的立場。

最後，竹內譯本的註釋能反映竹內對中國學問之深，乃至對中國文化的

感情。其譯本在眾譯本之中對《毛語錄》關於傳統思想、文化解釋得最詳盡，

保留原文漢字詞語、諺語、古典，以註解釋的傾向，較少為遷就日本讀者而

將中國典故意譯（paraphrasing）。據筆者所查，在各譯本皆意譯或誤譯，唯

獨竹內保留原文的詞語有「中流砥柱」、「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等（毛

沢東，1966 ／ 1971，頁 21、30），凡有運用古典之處，皆註明古語、諺語

出自何經何典。這種富於考證的註釋，與前述反映竹內擁毛反蔣的意識形態

形成一種軟性對照：竹內高度評價毛澤東，厭惡蔣介石，又對中國傳統文化

有深厚感情，曾說過「中國是自己的『第一故鄉』」（程麻，2013，頁 5）。

其《毛語錄》譯本的註釋，就能看到竹內對毛澤東、文革、中國的複雜感情。

竹內身為學者，對翻譯準確度的要求嚴謹、工於考據，兩譯本的譯文忠

於原著，就翻譯與意識形態的關係來說，並不可能憑譯文判斷其受意識形態

影響之處，但這並不代表譯者沒有方法宣洩、明示或暗示其意識形態的地方。

在市場、讀者或譯者自己對譯文信度有一定程度的要求下，譯者亦有辦法在

翻譯之中主動或被動投入其意識形態，而無損其「翻譯」的可信度。在竹內

的個案，那就是註釋。翻譯「信、達、雅」的要求往往指向譯文本身，註釋

未被限制在內。竹內兩種相距 20 多年的譯本譯文差異不大，但註釋相異，從

中看到了譯者從熱情到冷淡的意識形態之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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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敵對」譯本？中嶋嶺雄的《毛語錄》譯文

儘管竹內舊譯本與中嶋嶺雄 1973 年譯本（下稱中嶋譯本）同在文革時期

出版，但相差兩年的譯本所處之社會氣氛完全不同。中嶋嶺雄是日本的右翼

學者，質疑毛澤東思想、否定文革（中嶋嶺雄，1971，頁 288－351），對改

革開放後的中國前途悲觀，是「中國威脅論」的倡議者之一（劉智瑋，

2008，頁 128－129）。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文革在中國已陷入停滯，

且日本經歷新左翼聯合赤軍的血腥肅清事件和挾持人質的淺間山莊事件後，

國內普遍對激進左翼運動反感。因此，中嶋在 1973 年頗有一種「勝利者」的

姿態，在其譯本中批評《毛語錄》在中國受到狂熱追捧並非因為語錄內容：

《語錄》的信仰，對中國民眾來說是對毛澤東崇拜的一種象徵式自我

的確認，無論那些斷章怎樣屢屢成為口號、大合唱的格言，或許也不

可以說它的根底裡規定了民眾的實存。（中嶋嶺雄，1973a，頁 279）

他提到香港曾有《劉少奇語錄》，但隨劉少奇失勢，則成了「反黨、反社會

主義」的讀物，他預測《毛語錄》可能會落入同一命運：

假如將來中國在某日出現價值轉換，毛澤東自身在歷史中被正當地相

對化，《語錄》所具有的魔術效力，也有可能在一瞬間失去。儘管我

們毋須想起我國戰時中的《教育勅語》，但在言語或文章自身被絕對

化、物神化的瞬間，它就開始踏上終究應成為死語的命運吧。（中嶋

嶺雄，1973a，頁 279－280）

中嶋在文革逐漸被否定的社會氣氛之下翻譯《毛語錄》，他不僅是「潛在的

敵對」譯者，本身就是衝著文革衰頹之勢而翻譯。問題是，中嶋的譯文受到

其意識形態影響嗎？為了驗證中嶋的翻譯與意識形態的關係，本節將從譯本

⑤的譯文、解說譯本的文章為主，譯本④為輔作討論。6

6  目前幾乎沒有任何關於譯本④譯者市村水城的資料。中嶋在譯本④寫了一篇〈出典解說─毛沢東
思想小史〉，該文經修改後以〈出典解題─「毛沢東思想」の展開〉為題刊登在譯本⑤。兩譯本
應有關係，不過將市村與中嶋的意識形態劃上等號是武斷和不當的，故此處集中討論譯本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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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嶋對於顯示語氣、程度的用詞處理得相當仔細，有刻意降低原文語氣

的傾向。本文曾提及所有譯本對「要」（就要）或多或少譯成「一定／不得不」

的傾向，在程度上「要」介乎於「應要」與「必要」之間，各譯者皆以自身

的理解，選擇其在日語表現的意向程度。《毛語錄》第二章第十四項說：「凡

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毛澤東，

1995，頁 12）。對於「就要擁護」、「就要反對」，所有譯本都是以譯為「擁

護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反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毛沢東，1966

／ 1966a，頁 31）、「支持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反対しなければな

らない」（毛沢東，1966 ／ 1966b，頁 20），或「守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反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毛沢東，1966 ／ 1971，頁 36），與

中嶋相關的兩種譯本則有不同：

表 18

中嶋嶺雄監修與翻譯的譯本對「就要」的翻譯

譯本④ 譯本⑤

なんでも支持するだろうし〔⋯⋯〕なん
でも反対するだろう。（毛沢東，1966／
1966c，頁 16）

擁護すべきであり〔⋯⋯〕なんでも反
対すべきである。（毛沢東，1966／
1973，頁 21）

中嶋譯本參考過所有譯本，也包括自己早年監修的譯本（中嶋嶺雄，1973b，

頁 4）。中嶋譯本以「べき」（應該）譯，經過考慮與取捨，並不是純粹將

已有的譯本搬字過紙。毛澤東原文表示的程度，似乎在「應該」與「一定」

之間。中嶋譯以「べき」，是個負責任的翻譯，其語感沒有「なければなら

ない」來得強烈，但又不像「だろう」般含不肯定的推量，沒有將原文的「就

要」推進至「一定」。再舉第三章第十項為例：「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

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毛澤東，1995，頁 24）。中嶋譯本對「就沒有」

的翻譯，也是返璞歸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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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各譯本對《毛語錄》第三章十項「就沒有」的翻譯

譯本① 譯本②、③ 譯本④ 譯本⑤ 譯本⑥

全面的な強固な
社会主義はあり
えない。（毛沢
東， 1 9 6 6 ／
1966a，頁 44）

欠けたところのない
（、）強固な社会主
義はない。（毛沢
東，1966 ／ 1971，
頁 47－ 48，1966／
1995，頁 60）

全面的で強固な
社会主義はあり
得ない。（毛沢
東， 1 9 6 6 ／
1966c，頁 23）

全面的で強固な
社会主義はな
い。（毛沢東，
1966 ／ 1973，
頁 30）

全体が一つにま
とまった強固な
社会主義は存在
しない。（毛沢
東， 1 9 6 6 ／
1966b，頁 30）

譯本①與④皆譯為「不可能（有）」，否定程度甚於原文；譯本⑥譯為「不

存在」亦略嫌花巧；唯有中嶋與竹內譯本只譯作「沒有」，最質樸自然。

本文無意再逐個舉例，因為相比證明譯者或作者「有」意圖表達什麼，

則只須在文字裡尋找其「有」的證據；然而要成功證明譯者或作者「沒有」

意圖表達甚麼，恐怕難有什麼發現。即使像中嶋這樣「敵對」的譯者，讀者

和研究者都難以在其譯文中找到證據，證實其意識形態介入了翻譯，甚至如

同竹內譯本一樣，中嶋附上毛澤東年譜，也附上約 60 頁的解說，列出每項語

錄的原典。竹內在註釋中表達不少個人評論，但中嶋在解說語錄原典時完全

沒有，亦幾乎沒有註釋，唯一展露其對毛澤東的否定、對《毛語錄》的悲觀

預期，只在另外的解說文章內。「敵對」的中嶋，其翻譯可謂比「友好」的

研究會、竹內所受意識形態干擾更少。確實，中嶋幾乎對中國的大部分事情

都感到悲觀，但還是維持了翻譯者的責任，並對自己的譯本評價：「本書畢

竟只是以譯者的責任，嘗試做到最好的新譯」（中嶋嶺雄，1973b，頁 4）。

伍、結語

本文考察了日本民間《毛語錄》譯本與意識形態的關係，討論的譯本囊

括了個人與團體譯者，有相同譯者的不同譯本，不同意識形態的譯者群，有

貼近文革爆發初期、文革失速，以及到 90 年代事過境遷的譯本。透過橫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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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向比較，我們既能在同時代的《毛語錄》譯本中，篩選出翻譯較受意識形

態影響的譯本，亦能就同一譯者不同時代的翻譯，窺探譯者意識形態的流動。

就翻譯與意識形態的關係而言，本文發現像中嶋嶺雄這樣對原文內容或

作者持敵對或否定態度的譯者，雖然會在譯本以內、譯文以外的地方明確表

達否定意見，但不影響翻譯素質，合乎 Munday（2007）對政治文本的考察。

不過，對原文作者持友好態度的翻譯呈現兩種情況：第一，像毛澤東語錄研

究會這樣對原文及作者趨之若鶩的譯者，或因出版趕急，譯文質素粗疏；或

有可能受意識形態驅動，譯文語氣較強、在細微處深化了原文的激烈程度、

加強對毛澤東的褒揚。第二，像竹內實這樣的學者，雖然對毛澤東抱有感情，

但翻譯亦相當準確，不過他透過註釋著手，補充並闡發了毛澤東思想、直接

批評蔣介石，在遣詞用字上美化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綜合來說，反而是對

原典友好的翻譯者，在翻譯過程更加受意識形態干擾。

日本譯者翻譯《毛語錄》的動機或多或少受社會氣氛影響，不過如果只

在社會環境或時局內尋求翻譯與意識形態關係的答案，則恐怕會抽空翻譯者

的內在動機，有只視之為被動地受環境驅動而翻譯之虞。不像文學作品能給

予翻譯者很大的再製造空間，嚴格來說一段忠於原文的政治文本翻譯，最終

往往仍是一段平平無奇的翻譯，尤其像竹內大致忠實於原文的譯本，其很多

註釋的政治意味雖仍濃厚，但在其考據細緻嚴謹的註釋中，流露出對中國文

化的愛慕。翻譯者本身的內在感情，顯然在翻譯與意識形態之間的課題中占

一重要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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